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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

明， 技术性贸易措施会显著降低企业受冲击产品的出口额和出口数量。 基于异质性

的视角， 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消费品负面影响较大。 进一步的二元边

际机制检验表明，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展边

际， 使得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新进入、 新增产品和退出企业数量都显著下降； 对于单

个企业， 技术性贸易措施使得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提升， 使新进入和新增产品企业

进入市场的概率降低， 而对存续企业的出口负面影响不显著。 最后， 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资本密集度和每年新增实际投资的提高能缓解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的

负面冲击。 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贸易偏转效应和产品偏转效应对回归结果造成的估计

偏误问题， 考察了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企业的一般性影响， 为中国企业预防出口

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冲击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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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成立以来， 全球关税水平

不断下降， 进口配额、 许可证等传统的非关税措施对进口的限制作用也逐渐减弱。
近年来， 随着新一轮 “逆全球化” 浪潮的兴起， 技术性贸易措施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ＢＴ） 因具有隐蔽性强、 涉及范围广、 透明度低等特点，
逐渐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限制进口、 保护本国市场的主要措施之一。 根据 ＷＴＯ 技

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管理系统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
ｔｅｍ， 简称 ＴＢＴ－ＩＭＳ） 的报告， 全球每年新增 ＴＢＴ 通报总数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６４ 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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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２０４４件。 其中， 美国发起的新增 ＴＢＴ 通报共 １７７２ 件， 占 ６􀆰 ３８％，
是全球最活跃的 ＴＢＴ发起成员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报告显示， ２０１９ 年度

中国 １９􀆰 ６８％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退货、 销

毁、 产品降级或者丧失订单等原因产生的直接损失额为 ６９２􀆰 ０８ 亿元， 企业为应对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而新增加的成本为 １６１􀆰 １４ 亿元。 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贸易新

形势， 研究技术性贸易措施冲击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可以为中国企业预防出口面

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冲击提供经验证据。

一、 文献综述

随着 ＷＴＯ和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断发展， 关税措施影响大幅削弱，
反倾销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ＤＰ）、 反补贴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ｕｔｉｅｓ， ＣＶＤｓ）、 卫生和植

物检疫措施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ＰＳ） 等非关税措施的影响逐渐

增强， 大量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非关税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国家宏观层

面， 非关税措施通常会影响产品在发起国市场、 对象国市场以及第三方市场之间的

贸易流量和流向， 已有许多文献对非关税措施的贸易救济效应 （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ｍｅｄｙ）、 贸

易破坏效应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贸易偏转效应 （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 等进行了理论和

实证检验 （Ｂ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ｌｅｙ， ２００７［１］； Ｐｉｅｒｃｅ， ２０１１［２］；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３］； Ｅｇ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４］）。 在企业微观层面，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非关税措施对异质性企业的

生产率、 产品质量、 产品创新等影响 （ Ｆｏｎｔａ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５］； 谢申祥等，
２０１７［６］； 高新月和鲍晓华， ２０２０［７］； 何欢浪等， ２０２０［８］）。

国内外学者从 ２０世纪末开始对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研究， 主要集中在国家宏

观层面和行业中观层面。 首先， 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存

在明显差异，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和成本上升的阻碍， 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会比

发达国家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 （Ｅｓｓａｊｉ， ２００８［９］； Ｂａｏ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３［１０］ ）。 其次，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Ｍａｓｋｕ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１１］； Ｂａｏ， ２０１４［１２］ ），
并且在短期和长期有所不同 （李春顶， ２００５） ［１３］。 在短期内， ＴＢＴ使出口国的贸易

环境恶化， 降低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力， 严重限制出口国产品的出口； 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 ＴＢＴ会促进出口企业进行技术改革和创新， 使产品达到进口国的准入

标准， 从而打破 ＴＢＴ对贸易的阻碍， 对产品的出口产生促进作用。 再次， 技术性

贸易措施对不同行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存在差异性。 相对于其他行业， 农业和食品业

更容易受 ＴＢＴ 的影响 （Ｌｉ ａｎｄ Ｂｅｇｈｉｎ， ２０１２） ［１４］， 可能的原因是农产品同质性较

强， 信息披露减少的选择成本不足以覆盖 ＴＢＴ 对企业生产和出口造成的额外成本

（Ｄｉｓｄｉ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１５］； 鲍晓华和朱达明， ２０１４［１６］）。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 采用

双重差分法重点研究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已有研究虽

然有少数文献探讨了 ＴＢＴ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但本文与现有微观层面的研究有所

不同：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８） ［１７］和朱信凯等 （２０２０） ［１８］分别使用世界银行和中国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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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措施影响企业抽样调查的问卷数据， 从企业主观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而本文使

用的是 ＷＴＯ 提供的 ＴＢＴ 通报数据， 更具客观性； Ａｌｉ （ ２０１７ ） ［１９］ 和 Ｈｕ 等

（２０１９） ［２０］分别对巴基斯坦出口芒果的企业和中国出口打火机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
具有行业的局限性； Ｋａｍａｌ 和 Ｚａｋｉ （２０１８） ［２１］、 Ｎａｖａｒｅｔｔｉ 等 （２０２０） ［２２］、 田曦和柴

悦 （２０１９） ［２３］与张彬和王梓楠 （２０１９） ［２４］都基于 ＴＢＴ特别贸易关注数据展开研究，
事实上被提出特别贸易关注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ＳＴＣ） 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是对

出口产品限制性作用较大的 ＴＢＴ， 在进行实证检验时具有一定的内生性， 本文考察

的数据样本不包括这类 ＴＢＴ， 因此研究结果更具有一般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本文在数据识别的过程中，

排除了其他非关税措施和其他国家 ＴＢＴ 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而且较好地解决了贸

易偏转效应 （出口目的地） 和产品偏转效应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偏误问题， 使得双

重差分模型的研究结果更加准确合理。 （２） 已有的关于 ＴＢＴ 的微观企业层面的研

究， 通常选取被提出特别关注的 ＴＢＴ 进行研究， 但是这些措施本身可能违反 ＴＢＴ
协定的规定， 对出口商影响较大， 即使经过协商和讨论也无法完全消除不利影响，
因此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的 ＴＢＴ 不包括特别关注的案例， 并且 ＴＢＴ 对象是

全体成员国， 因此能考察 ＴＢＴ 对企业出口行为更为一般性的影响。 （３） 本文分别

从产品层面和企业—产品层面考察了美国 ＴＢＴ 对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动态影响，
有助于刻画出口市场的内部变化， 为中国企业预防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冲击

提供经验证据。 （４） 本文进一步探讨 ＴＢＴ 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发现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资本密集度和每年新增实际投资的提高能缓解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的

负面影响。

二、 ＴＢＴ实施流程及双重差分法适用性分析

广义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包括 《技术性贸易壁垒 （ＴＢＴ） 协定》 中的技术法规、
技术标准、 合格评定程序和 《关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ＳＰＳ） 协定》 中的

动、 植物卫生与商品安全措施。 本文所研究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仅包括 《ＴＢＴ 协定》
中的相关措施， 即狭义的 ＴＢＴ。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美国 ＴＢＴ 对中国企业出

口的影响， 其前提条件是要保证技术性贸易措施这一政策冲击是随机的。 《ＴＢＴ 协

定》 条款第 ２􀆰 １条规定， “各成员应保证在技术法规方面， 给予源自任何成员领土

进口的产品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产品或来自任何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待遇”； 第

２􀆰 ２条规定， “技术法规对贸易的限制不得超过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限度”，
“此类合法目标特别包括： 国家安全要求； 防止欺诈行为； 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
保护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 从 《ＴＢＴ协定》 的第 ２􀆰 １ 和 ２􀆰 ２ 条规

定内容可以发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要求是基于一些合法的目的， 既不受产品自身特

征的影响， 也非歧视性地针对其他成员。 各国对何种产品采取 ＴＢＴ 具有随机性，
从某种程度上看该政策冲击是随机发生的， 因此可以将 ＴＢＴ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

为了减少或消除 ＴＢＴ给国际贸易带来的不必要的阻碍， ＷＴＯ设立了 ＴＢ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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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各个成员可以在 ＴＢＴ委员会会议上对其他成员通报的 ＴＢＴ提出特别贸易关注，
通过协商和讨论， 得以澄清问题或消除误解， 避免或消除 ＴＢＴ 对贸易带来的不利

影响。 根据 ＴＢＴ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年各国提出特别贸易关注的原

因中， “属于不必要的贸易壁垒” “存在合理性或合法性问题” 和 “属于歧视” 这

三种原因的 ＳＴＣ－ＴＢＴ分别达到 ３６４ 件、 ２４４ 件和 １８７ 件， 占比共计达 ３３􀆰 ７０％。 这

些数据表明， 其他成员国提出特别关注的 ＴＢＴ 可能违反 ＴＢＴ 协定的规定， 对出口

商影响较大， 即使经过协商和讨论也无法完全消除不利影响。 鉴于 ＳＴＣ－ＴＢＴ 可能

不满足冲击的随机性， 存在内生性问题干扰研究结果， 本文的回归样本不包括被提

出特别关注的 ＴＢＴ。
《ＴＢＴ协定》 第 ２􀆰 ９􀆰 ４条规定指出 ＷＴＯ 成员应在 ＴＢＴ 通报后给予其他成员合

理的时间提出书面意见， 接受各国对该政策的评议； 第 ２􀆰 １２ 条规定， 除了紧急情

况外， 在 ＴＢＴ通报与正式生效之间保留一段合理的时间间隔， 以使其他成员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改善产品或者调整生产方式， 以符合进

口方的要求。 根据 ＷＴＯ秘书处发布的 《ＷＴＯ ＴＢＴ 咨询点指南》， ＴＢＴ 通报的评议

期约为 ６０天， 从技术法规的公布到正式实施的合理时间间隔应为 ６ 个月。 由于

ＴＢＴ的通报与实施之间存在评议期和时滞性， 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将 ＴＢＴ 的冲击时

间设置为通报时间的下一年。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为了有效地识别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 本文借

鉴 Ｆｅｎｇ等 （２０１７） ［２５］的方法， 采用双重差分法作为识别策略。 本文将遭受美国

ＴＢＴ冲击且未遭受 Ｇ７①其他国家 （后面称 Ｇ６国家） 非关税措施冲击的 ＨＳ 六位码

产品作为研究对象， 对比中国企业对美国和 Ｇ６ 国家的出口行为差异。 其中， 处理

组为出口这些产品到美国的企业—产品对， 对照组为出口这些产品到 Ｇ６ 国家的企

业—产品对。 本文选取该对照组的原因是 Ｇ６ 国家与美国在经济发展、 贸易结构等

方面比较相近， 能够较好地模拟不受 ＴＢＴ 冲击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状态， 以获得

处理组的反事实结果。 本文的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ｙｆｐｃｔ ＝ β０ ＋ β１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 Ｐｏｓｔｆｐｃｔ ＋ β２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 ＋ λ ｆｔ ＋ λｐｔ ＋ λｃｔ ＋ εｆｐｃｔ （１）

其中， ｙｆｐｃｔ为被解释变量， 包括企业 ｆ 在 ｔ 年向国家 ｃ 出口的产品 ｐ 的出口额和

出口数量 （在回归中加 １ 取自然对数， 分别用 ｌｎｖｆｐｃｔ和 ｌｎｑｆｐｃｔ表示）； Ｔｒｅａｔｆｐｃ为处理

组和对照组的识别变量， 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 １为处理组企业—产品， 即出口到美国的受美国

ＴＢＴ冲击且未受 Ｇ６国家非关税措施冲击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 ０为对照组企

业—产品， 即出口到 Ｇ６国家的与处理组相同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Ｐｏｓｔｆｐｃｔ为 ＴＢＴ冲击

的时间虚拟变量， 从 ＴＢＴ通报下一年开始的年份取值为 １， ＴＢＴ通报当年及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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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Ｇ７国家 （七国集团） 包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和加拿大七个发达国家。



年份取值为 ０； 交叉项 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Ｐｏｓｔｆｐｃｔ的系数 β１是我们最关心的回归系数， 表示的

是相对于出口到 Ｇ６国家的企业， 遭受 ＴＢＴ冲击的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额和

产品数量的平均变化。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为控制变量， 表示产品 ｐ 在不同目的地每年的实际关

税， 控制传统的关税措施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λ ｆ ｔ、 λｐｔ和 λｃｔ分别表示企业—年份固

定效应、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和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企业、 产品和目的地

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的偏差； εｆｐｃｔ为误差项， 聚类在 ＨＳ六位码产品层面。
（二）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企业—产品—目的地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
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 为保证数据的统一性，
本文将海关产品 ＨＳ 码统一为 １９９６ 年版本。 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来自 Ｇｈｏｄｓｉ
等 （２０１７） ［２６］整理的数据库， 该数据库是根据ＷＴＯ综合贸易门户信息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ｅｄ－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ｏｒｔａｌ， 简称 Ｉ－ＴＩＰ） 提供的非关税措施数据整理而成①。 目的

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每年实际关税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数据库②。
对于研究对象 ＨＳ六位码产品的选择，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美国共通报了 ９７９ 项针对

所有出口商的非歧视性技术性贸易措施， 在此期间， ＴＢＴ委员会议上其他成员国对

其中 ４４项 ＴＢＴ提出特别贸易关注。 一般认为其他成员国提出特别关注的 ＴＢＴ通常

对出口商影响较大， 即使经过协商和讨论也无法完全消除不利影响， 可能存在内生

性问题干扰研究结果， 因此本文的样本不包括被提出特别关注的 ＴＢＴ。 对于冲击时

点的选择， 由于 ＴＢＴ的通报与实施之间存在评议期和时滞性③， 因此本文在实证检

验中将 ＴＢＴ的冲击时间设置为通报时间的下一年。 根据 Ｇｈｏｄｓｉ 等 （２０１７） 整理的

数据库， 美国在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５年通报的 ＴＢＴ 中新增加的产品涉及 １８９０ 个 ＨＳ 六

位产品码， 为了保证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性，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 首先，
为了保证双重差分模型中每一个样本都有 ＴＢＴ 冲击前和冲击后的值， 本文只保留

２００１至 ２０１４年的 １８７１个 ＨＳ六位码产品； 其次， 由于技术性贸易措施具体包含技

术标准、 合格评定程序、 标签和包装等内容， 同一种产品可能在不同年份受不同内

容的 ＴＢＴ通报的影响④， 本文排除了在 ２００１年之前曾经遭受美国 ＴＢＴ冲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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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 Ｉ－ＴＩＰ 数据库中很多 ＴＢＴ通报没有相应的 ＨＳ码， Ｇｈｏｄｓｉ 等 （２０１７） 采用如下步骤完善了该数据库：
首先， 保留 ＷＴＯ通报文件原有的 ＨＳ代码； 其次， 根据 ＷＴＯ通报文件中的国际标准分类产品编码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ＣＳ） 和 ＨＳ码匹配； 再次， 根据通报文件中产品描述进行补充； 然后， 根据

通报的国家以及通报发起的时间或者执行的时间与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ＴＢＤ） 进行匹配； 最后， 将有 ＨＳ码的通报文件和没有 ＨＳ码的通报文件对产品的描述进行对比补充。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ｉ－ｔｉｐ．ｗｔｏ．ｏｒ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

ｈｔｔｐ： ／ ／ ｔａｒｉｆｆｄａｔａ．ｗｔｏ．ｏｒｇ ／ 。
《ＴＢＴ协定》 规定 ＷＴＯ成员应在 ＴＢＴ通报与其实际生效之间保留一个合理的时间段， 以接受各国对该

政策的评议； 同时， 除了紧急情况外， 在 ＴＢＴ通报与正式生效之间保留一段合理的期限， 以使其他成员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改善产品或者调整生产方式， 以符合进口方的要求。
例如， 针对产品 ＨＳ六位码产品 ０２０４２２， 美国在 １９９９年 ４月 ２７日向 ＷＴＯ提交的 ＴＢＴ通报要求肉类和

家禽制品的标签需要注明 “有机证明”， 在 ２００１年 ２月 ７日向 ＷＴＯ提交的 ＴＢＴ通报要求绞碎或剁碎的肉类

和家禽制品以及单一成分制品的标签需要注明 “营养成分”。



并且选择样本期间内第一次受冲击的时间作为该产品的政策冲击时间点； 再次， 考

虑到在研究期间， 同一种产品可能遭受 ＴＢＴ以外的非关税措施影响 （如反倾销调查、
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等①）， 本文排除了样本期内同时遭受美国其他非关税措施的

１１７８个产品； 最后， 本文还排除了在研究期间内同时遭受 Ｇ６国家非关税措施冲击的

产品。 本文最终筛选出 ４７６个受美国 ＴＢＴ冲击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作为研究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 遭受 ＴＢＴ冲击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调整生产以适应产

品标准的提高， 这些企业可能选择将产品部分或全部转移出口到标准相对较低、 需

求结构与美国相似的 Ｇ６ 国家市场， 即存在贸易偏转效应 （ Ｂ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ｌｅｙ，
２００７； 陈勇兵等， ２０２０） ［２７］， 从而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误。 考虑到这一问题， 已有

文献主要的解决方法是删除同一年同时出口到目的地市场和第三国市场的企业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但是这样做还是无法消除贸易偏转的影响，
因为企业出口目的地的调整活动一般具有滞后性， 贸易偏转效应通常不发生在冲击

当年。 与反倾销等税率提高措施不同， ＴＢＴ是产品标准的提高， 未达标产品完全无

法进入市场， 因此部分企业可能在受到冲击后将出口完全转移到标准较低的第三国

市场； 而目的国市场在冲击后市场竞争程度有所下降， 为部分实力强劲的企业提供

进入市场的机遇， 这些企业将出口到第三国市场的产品部分或全部转向出口到目的

国市场。 因此， 为了更好地消除贸易偏转的影响， 本文将处理组的企业仅保留在样

本期间内只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企业， 对照组的企业仅保留在样本期间内只出口到

Ｇ６市场的企业。

表 １　 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品额 （ｌｎｖｆｐｃｔ） １８０ ６９９ ８􀆰 ８３８ ２􀆰 ７４６ ０􀆰 ０００ １９􀆰 ０２３

产品数量 （ｌｎｑｆｐｃｔ） １８０ ６９９ ６􀆰 ３１８ ３􀆰 ２８０ ０􀆰 ０００ １７􀆰 ７４３

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１８０ ６９９ ０􀆰 ２４４ ０􀆰 ４２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关税水平 （百分数） （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 １７０ ０９６ １􀆰 ８６１ ２􀆰 ２４３ ０􀆰 ０００ １７􀆰 ００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１ （ ｔｆｐ１ｆｔ） ４ ０４３ ５􀆰 ９７２ １􀆰 ５５７ －３􀆰 １８３ １２􀆰 １４４

全要素生产率 ２ （ ｔｆｐ２ｆｔ） ４ ０４３ ２􀆰 ７２０ １􀆰 ５６９ －６􀆰 ０１２ ８􀆰 ７１５

企业每年新增实际投资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ｔ） ３ ０９０ ６􀆰 ９８３ ２􀆰 ２４６ －０􀆰 １４６ １４􀆰 ００３

企业资本密集度 （ｌｎ （ｋ ／ Ｌ） ｆｔ） ４ ３８７ ４􀆰 ３８７ １􀆰 ２８１ －２􀆰 ３９７ ９􀆰 ９５０

企业规模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ｆｔ） ４ ３９７ ４􀆰 ９９６ １􀆰 ２９２ ２􀆰 ０７９ ９􀆰 ７２６

企业年限 （Ｆｉｒｍａｇｅｆｔ） ４ ３９６ ２􀆰 ０６７ ０􀆰 ８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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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的 Ｇ６国家非关税措施涉及的产品信息来自于 Ｇｈｏｄｓｉ 等
（２０１７） 整理的数据库， 包括四大类的非关税措施： 第一类， 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 （ＳＰＳ 和 ＳＴＣ－ＳＰＳ）； 第二

类， 技术性贸易措施 （ＴＢＴ和 ＳＴＣ－ＴＢＴ）； 第三类， 临时性保护措施， 包括反倾销措施、 反补贴税、 保障措施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Ｇｓ） 和特殊保障措施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ＳＳＧｓ）； 第四类， 传统的非关税措施， 包括许

可证、 配额和禁令。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报告了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和出口数量影响的基准回归

结果。 列 （２） 和列 （４） 加入了关税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结果初步表明， 美国实

施技术性贸易措施使得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产品额与产品数量显著下降。 可能的解

释为， 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进口产品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 使得企业调整其出口策

略： 一方面， 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短时间内无法迅速达到新标准， 原来向美国出口产

品的企业可能选择出口到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 为了达到新出口标准， 企业需要投

入更多资本进行设备更新、 技术创新， 出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考虑， 部分企

业可能选择减少受冲击产品的生产。 在控制变量方面， 关税水平对中国企业产品出

口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 之后， 出口产品被征收的关税处

于较低的水平， 对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较小。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Ｐｏｓｔｆｐｃｔ
－０􀆰 ４９９∗∗∗ －０􀆰 ５９１∗∗∗ －０􀆰 ６４４∗∗∗ －０􀆰 ７４６∗∗∗

（０􀆰 １９２）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６） （０􀆰 ２４６）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０ ４９２

调整 Ｒ２ ０􀆰 ４７２ ０􀆰 ４７０ ０􀆰 ５４９ ０􀆰 ５５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 ＨＳ 六位码产品层面的稳健标准
误。 若无特别说明， 下表同。

（二） 双重差分法的有效性检验

１􀆰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与动态效应估计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回

归模型如下：

ｙｆｐｃｔ ＝ β０ ＋∑
６

ｓ ＝ －４
βｓ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 γｆｐｃｓ ＋ δ１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 ＋ λ ｆｔ ＋ λｐｔ ＋ λｃｔ ＋ εｆｐｃｔ （２）

其中， 以技术性贸易措施冲击当年为基年， βｓ表示政策冲击前 ４ 年至政策冲击

后 ６年 （ ｓ ＝ －４包含政策冲击前 ４年及以前的观测值， ｓ ＝ ６包含政策冲击后 ６ 年

及以后的观测值） 的一系列估计值， 其他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 （１） 相同。
直观起见， 回归结果绘制在图 １ 中。 横坐标表示数据年份与冲击年份的差值，

纵坐标表示 βｓ的估计结果， 垂直线段描绘的是 βｓ的 ９５％置信区间， 为避免多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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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 以冲击发生前一年即 ＴＢＴ通报当年 （Ｄｙｅａｒ ＝ －１） 作为基准年 （虚线部分）
作图。 图 １显示出口产品额和产品数量的 βｓ在政策发生前的年份基本不显著， 表明

处理组与对照组在遭受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冲击之前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
基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在冲击发生后，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滞后一年之后才开

始显现， 这可能是因为企业的出口订单通常是提前签订的， 因此冲击刚发生时效果

并没有那么显著， 而在企业签订新订单时作用更显著。

（ａ） 出口产品额动态效应　 　 　 　 　 　 　 （ｂ） 出口产品数量动态效应

图 １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动态效应

２􀆰 ＴＢＴ冲击时点选择与安慰剂检验

本文基准回归将冲击时点设置为 ＴＢＴ通报后 １ 年， 即滞后 １２ 个月。 为检验冲

击时点选择的有效性， 本文分别将冲击时点设为 ＴＢＴ 通报时间当期、 滞后 ６ 个月

和 １８个月进行检验。 在检验中， 若当期和滞后 ６ 个月回归结果不显著， 而滞后 １８
个月显著， 则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的冲击时点选择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表 ３ 列

（１） — （６） 报告了该结果。

表 ３　 ＴＢＴ冲击时点选择与安慰剂检验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Ｄｉｄ＿０ ｆｐｃｔ
－０􀆰 １７２ －０􀆰 ３７９
（０􀆰 ２３１） （０􀆰 ２７２）

Ｄｉｄ＿６ ｆｐｃｔ
－０􀆰 ３００ －０􀆰 １８９
（０􀆰 １９１） （０􀆰 ２６２）

Ｄｉｄ＿１８ ｆｐｃｔ
－０􀆰 ３４９∗∗ －０􀆰 ６６３∗∗∗

（０􀆰 １５１） （０􀆰 １８９）

Ｄｉ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１ ｆｐｃｔ
－０􀆰 １３０ ０􀆰 ０４８
（０􀆰 ４６５） （０􀆰 ４５９）

Ｄｉ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２ ｆｐｃｔ
－０􀆰 ４５４ －０􀆰 ２５７
（０􀆰 ４０６） （０􀆰 ４０２）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９ ６５５ １９ ６５５ １９ ６５５ １９ ６５５

调整 Ｒ２ ０􀆰 ４７２ ０􀆰 ５４９ ０􀆰 ４７２ ０􀆰 ５４９ ０􀆰 ４７２ ０􀆰 ５４９ ０􀆰 ３９４ ０􀆰 ５４２ ０􀆰 ３９４ ０􀆰 ５４２

注： 限于篇幅， 表中没有报告控制变量与常数项的估计结果，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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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性贸易措施这一政策冲击之外， 可能存在其他与 ＴＢＴ 无关的政策使

得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差异， 最终导致双重差分回归结果不准确。 为了排除此

类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通报时间提前 １年和 ２年进行安慰剂

检验。 为避免 ＴＢＴ产生的真实影响干扰检验结果， 本文在安慰剂检验中删除了真

实 ＴＢＴ冲击之后的数据。 回归结果通过安慰剂检验， 报告在表 ３列 （７） — （１０）。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考虑企业自选择和产品转移问题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出口到 Ｇ６国家的产品作为对照组， 虽然较好地解决了贸

易国别转移问题， 但是企业对出口目的国的选择可能出于特定的因素， 因此也可能存

在企业自选择问题。 不仅如此， 遭受 ＴＢＴ 的企业内部还可能存在产品转移问题， 即

由于同一 ＨＳ四位码下的六位码产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当受到 ＴＢＴ冲击时， 企业可

能选择生产更少的受冲击产品， 并生产更多的同一 ＨＳ四位码下的其它产品。 为解决

上述问题， 本文通过构造不同的对照组对 ＴＢＴ的影响进行不同角度的验证。

表 ４　 不同对照组的回归结果及其有效性检验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ｖｆｐｔ ｌｎｑ ｆｐｔ ｌｎｖｆｐｔ ｌｎｑ ｆｐｔ ｌｎｖｆｐｔ ｌｎｑ ｆｐｔ ｌｎｖｆｐｔ ｌｎｑ ｆｐｔ

Ｔｒｅａｔ ｆｐ× Ｐｏｓｔ ｆｐｔ
－０􀆰 ５９９∗∗∗ －０􀆰 ５１２∗∗ －０􀆰 ６００∗∗ －０􀆰 ５５３∗∗

（０􀆰 １９１） （０􀆰 ２２２） （０􀆰 ２１５） （０􀆰 ２４８）

Ｔｒｅａｔ ｆｐ×Ｐｒｅ１ ｆｐｔ
－０􀆰 ００６ －０􀆰 ２０２
（０􀆰 １９０） （０􀆰 １９２）

Ｄｉ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１ ｆｐ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２）

Ｄｉ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２ ｆｐ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３１
（０􀆰 １３４） （０􀆰 １７７）

ｔａｒｉｆｆｐ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４ ０􀆰 １３３∗∗∗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９８）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７０ ３００ ７０ ３００ ７０ ３００ ７０ ３００ ５８ ２２１ ５８ ２２１ ５８ ２２１ ５８ ２２１

调整 Ｒ２ ０􀆰 ４１８ ０􀆰 ６００ ０􀆰 ４１８ ０􀆰 ６００ ０􀆰 ３９８ ０􀆰 ５７２ ０􀆰 ３９８ ０􀆰 ５７２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 ＨＳ四位码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具体而言， 本文参考 Ｌｕ 等 （２０１３） 的做法， 构造与基准回归的处理组产品在

相同 ＨＳ四位码下没有受美国 ＴＢＴ冲击的其他 ＨＳ 六位码产品为对照组。 为避免同

一四位码下不同六位码之间的产品转移问题， 本文将处理组企业限定在样本期内只

出口受 ＴＢＴ冲击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到美国的企业， 对照组限定在样本期内只出口与

受 ＴＢＴ冲击产品在同一 ＨＳ四位码下的非受冲击产品到美国的企业。 此外， 考虑到

部分 ＨＳ四位码下的六位码产品都在处理组， 缺少对照组， 本文也将这类产品剔

除。 如表 ４列 （１） — （２） 所示， 美国 ＴＢＴ 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额和产品数量的

负向影响显著，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图 ２显示了不同对照组回归的动态效应。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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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列 （３） — （４） 加入 Ｔｒｅａｔｆｐ与 ＴＢＴ冲击前一年的时间虚拟变量 （Ｐｒｅ１ｆｐｔ） 检验

预期效应， 列 （５） — （８） 分别将真实 ＴＢＴ通报时间提前 １ 年和 ２ 年进行安慰剂

检验， 以排除潜在的其它因素导致出口额和出口数量下降的可能性。

（ａ） 出口产品额动态效应　 　 　 　 　 　 　 　 （ｂ） 出口产品数量动态效应

图 ２　 不同对照组回归的动态效应

２􀆰 其它稳健性检验

（１） 控制时间趋势

使用对照组产品作为处理组产品的反事实检验进行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前提

假设是， 在控制了一系列固定效应后， 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沿着相同的时

间趋势变动。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虽然控制了产品—年份、 企业—年份以及目的地—
年份固定效应， 但是考虑到企业出口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可能会受到这些六位码产品

所在的四位码分类的非观测特定因素的影响， 进而导致处理组与对照组具有不同的

时间趋势。 因此， 为检测非观测的产品种类因素是否造成本文估计结果的偏误， 本

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研究对象所涉及的 ６５ 个 ＨＳ 四位码产品种类的时间趋势项

（ρＨＳ４× ｔ①） 进行检验。 表 ５列 （１） — （２） 回归结果表明， 美国 ＴＢＴ 使得中国企

业出口产品额与出口数量显著下降这一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项目

控制时间趋势 不剔除 ＳＴＣ－ＴＢＴ 剔除离群值 不同的函数形式 控制 ＴＢＴ冲击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Ｔｒｅａｔ ｆｐｃ× Ｐｏｓｔ ｆｐｃｔ
－０􀆰 ４９９∗∗∗ －０􀆰 ６４４∗∗∗ －０􀆰 ３４８∗∗∗ －０􀆰 ２１３∗ －０􀆰 ３４２∗ －０􀆰 ６６５∗∗∗ －０􀆰 ５０４∗∗∗ －０􀆰 ６６９∗∗∗ －３􀆰 ６８７∗∗∗ －５􀆰 ９８６∗∗∗

（０􀆰 １９２） （０􀆰 ２２６）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７） （０􀆰 １８７） （０􀆰 ２１８） （０􀆰 １９３） （０􀆰 ２３３） （０􀆰 ７０２） （０􀆰 ６６２）

产品种类时间趋势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ＴＢＴ冲击次数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９６ ７４５ ９６ ７４５ １０４ ６３８ １０６ ３５３ １０７ ９７２ １０７ ９７２ ３４ ５１５ ３４ ５１５
调整 Ｒ２ ０􀆰 ４７２ ０􀆰 ５４９ ０􀆰 ４４８ ０􀆰 ５３５ ０􀆰 ４４８ ０􀆰 ５４１ ０􀆰 ４７２ ０􀆰 ５５２ ０􀆰 ４８９ ０􀆰 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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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剔除 ＳＴＣ－ＴＢＴ
为获得更为一般性的结论，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进行不剔除 ＳＴＣ－ＴＢＴ的回归。

具体做法是， 在研究对象 ＨＳ六位码产品的选择时， 包括在研究期间内被提出特别

关注的 ＴＢＴ的产品， 再进行一系列的筛选剔除其它冲击的干扰， 以保证回归识别

的准确性。 表 ５列 （３） — （４）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明回归估计具有更

为一般性的结论。
（３） 剔除离群值

考虑到极端值可能会使回归结果产生偏误， 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中高于 ９９
百分位或低于 １百分位的样本剔除， 进行稳健性检验。 所得结果 （表 ５ 列 （５） —
（６） ）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本文主要回归结果不受离群值的干扰。

（４） 改变被解释变量函数形式

由于存在一些 ０值观测值， 并且观测值大小跨度较大， 本文设定更灵活的对数

模型以检验本文结论对模型设定的敏感性。 具体做法是将被解释变量由传统的对数

模型替换为 ｙｆｐｃｔ ＝ ｌｎ ［Ｙｆｐｃｔ＋ １ ＋ Ｙ２ｆｐｃｔ ］ 重新回归。 表 ５ 列 （７） — （８） 回归结果

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明估计结果的可信性。
（５） 控制 ＴＢＴ冲击次数

由于同一种产品在样本期间内可能受到多次 ＴＢＴ 冲击，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
选择样本期间内第一次受冲击的时间作为产品的政策冲击时间点。 在稳健性检验

中， 本文进一步控制产品所受 ＴＢＴ 冲击次数， 具体做法是在回归中加入一系列控

制变量 Ｓｉ （ ｉ＝ １， ２， …１１）。 Ｓｉ表示从第一次遭受 ＴＢＴ冲击的年份到第 ｔ 期， 该 ＨＳ
六位码产品遭受 ＴＢＴ 冲击的总次数。 固定效应为企业—年份和目的地—年份固定

效应。 表 ５列 （９） — （１０） 报告了该检验的回归结果。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

为区分 ＴＢＴ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 本文分别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

有企业、 直接贸易商和贸易中间商①进行检验。 具体做法是通过构建分组变量与核

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Ｐｏｓｔｆｐｃｔ交互项的形式对不同性质企业进行分析。 本文分别将国

有企业和直接贸易商作为基准组， 考察非国有企业和贸易中间商相对于基准组受到

的 ＴＢＴ影响的边际差异。 回归结果如表 ６ 列 （１） — （４） 所示， 不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非国有企业、 直接贸易商还是贸易中间商， 美国 ＴＢＴ 对不同性质的出口企业

的负面影响并无显著的边际差异。
２􀆰 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为区分 ＴＢＴ影响的行业异质性， 本文根据将ＨＳ码与 Ｂｒａｎｄｔ等 （２０１２） ［２９］整理的

调整后的国民经济行业匹配， 参照袁其刚等 （２０１５） ［３０］的分类方法， 根据要素密集度

将行业划分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基准组）、 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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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表 ６列 （５） — （６） 显示， 相对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美国 ＴＢＴ对其他行

业的负面影响并无显著的边际差异， 说明 ＴＢＴ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行业普遍性。

表 ６　 ＴＢＴ对不同性质企业和不同行业的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国有企业
（基准组）

－０􀆰 ８３５∗∗∗ －０􀆰 ９７６∗∗∗

（０􀆰 ３１８） （０􀆰 ３５３）

非国有企业
０􀆰 ５４５ ０􀆰 ５１４

（０􀆰 ４７５） （０􀆰 ４９７）

直接贸易商
（基准组）

－０􀆰 ６３７∗∗ －０􀆰 ６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１６４）

贸易中间商
０􀆰 １０４ －０􀆰 ２２０

（０􀆰 ４１７） （０􀆰 ４９３）

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基准组）

－０􀆰 ６０９∗∗∗ －０􀆰 ７４７∗∗∗

（０􀆰 ２３４） （０􀆰 ２５５）

资本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６

（０􀆰 １３８） （０􀆰 １４０）

技术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６

（０􀆰 １６０） （０􀆰 １７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调整 Ｒ２ ０􀆰 ４７０ ０􀆰 ５５０ ０􀆰 ４７０ ０􀆰 ５５０ ０􀆰 ４７０ ０􀆰 ５５０

３􀆰 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影响

企业的生产行为与经营绩效与其贸易方式密切相关。 与一般贸易相比， 加工贸

易具有 “两头在外” 的特殊性质， 受 ＴＢＴ 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弱。 因此， 本文将一

般贸易作为基准组， 考察 ＴＢＴ对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相较于一般贸易的差异化影

响。 表 ７列 （１） — （２） 结果显示， 基准回归的结果低估了 ＴＢＴ 对一般贸易的负

面影响， 而高估了对加工贸易的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加工贸易产品主要是以代工或

组装的方式进行加工， 技术含量较低， 并且加工贸易的产品一般是企业按照进口商

的要求进行生产， 因此比较容易达到新的技术标准， 负面影响较小。
４􀆰 对不同属性产品的影响

依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 ＢＥ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分类方法①， 本文根据商品的用途及属性将产品划分为消费品、 中间品和资本品三

类， 表 ７列 （３） — （４） 汇报了以消费品为基准组的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
美国 ＴＢＴ使中国企业出口消费品的产品额和产品数量显著下降； 相较于消费品，
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负面影响更小。 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 一般来说， 中间品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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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的替代弹性较低、 技术含量相对较高，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冲击对其影响较

小； 另一方面，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资本品较少， 并且能出口的企业工艺比较成熟，
企业遭受 ＴＢＴ后较容易快速提升产品标准。 而消费品的技术专业性较低， 产品替

代弹性较高，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企业受到 ＴＢＴ 冲击更容易被本土企业挤占市场

份额， 导致企业出口损失相对较大。

表 ７　 ＴＢＴ对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性质产品的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一般贸易
（基准组）

－０􀆰 ６５２∗∗∗ －０􀆰 ８００∗∗∗

（０􀆰 ２２２） （０􀆰 ２４５）

加工贸易
０􀆰 ３０６∗∗∗ ０􀆰 ２７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５）

其他贸易
０􀆰 ２２２∗∗ ０􀆰 １６９
（０􀆰 １０６） （０􀆰 １１０）

消费品
（基准组）

－０􀆰 ８４４∗∗∗ －１􀆰 ００２∗∗∗

（０􀆰 ２４７） （０􀆰 ２８２）

中间品
０􀆰 ３２６∗∗ ０􀆰 ３５４∗∗

（０􀆰 １５９） （０􀆰 １５４）

资本品
０􀆰 ５３８∗ ０􀆰 ３５４
（０􀆰 ２８５） （０􀆰 ２３２）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２

调整 Ｒ２ ０􀆰 ４７０ ０􀆰 ５５１ ０􀆰 ４７０ ０􀆰 ５５１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二元边际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刻画美国 ＴＢＴ 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具体影响， 本文进一步从

二元边际角度展开机制分析。 具体来看， 本文从产品层面和企业—产品层面， 分别

考察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动态 （扩展边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和出口额、 出

口数量的调整 （集约边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１􀆰 产品层面

（１） 产品层面扩展边际分析

产品层面扩展边际考察在 ＴＢＴ 冲击前后， 处理组与对照组进入退出目的国市

场的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总数的差异。 回归方程如下：
ｌｎＮｕｍｐｃｔ ＝ β０ ＋ β１Ｔｒｅａｔｐｃ × Ｐｏｓｔｐｃｔ ＋ β２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 ＋ λｐｔ ＋ λｃｔ ＋ εｆｐｃｔ （３）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Ｎｕｍｐｃｔ为 ｔ 期出口产品 ｐ 到目的地 ｃ 的不同类企业数量的

对数 （包括新进入、 新增产品和退出企业）。 新进入企业指企业在 ｔ－１ 期没有出口

任何产品到目的地 ｃ， 但在 ｔ 期出口受冲击产品到目的地 ｃ； 新增产品企业指企业在

ｔ－１期有出口其它产品到目的地 ｃ， 在 ｔ 期出口受 ＴＢＴ冲击的产品 ｐ 到目的地 ｃ； 退

出企业指企业在 ｔ－１期出口受冲击产品到目的地 ｃ， 但在 ｔ 期不出口受冲击产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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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ｃ。 由于基准回归样本期间限定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无法判断期初 （期末）
的企业是否在前 （后） 一年出口到该市场， 因此回归仅识别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的企业

样本。 Ｔｒｅａｔｐｃ为处理组的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ｐｃｔ为时间虚拟变量。 固定效应包括产品—
年份和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误差项聚类到 ＨＳ六位码产品层面。

表 ８　 产品层面扩展边际

项目
（１） （２） （３）

新进入企业 新增产品企业 退出企业

Ｔｒｅａｔｐｃ× Ｐｏｓｔｐｃｔ
－０􀆰 ３３４∗∗∗ －０􀆰 ３９７∗∗∗ －０􀆰 ４７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８）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９ ３４１ ８ ９８５ １３ ０３５

调整 Ｒ２ ０􀆰 ７００ ０􀆰 ７３８ ０􀆰 ７４９

表 ８为回归结果①。 与对照组相比， 在美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之后， ＴＢＴ冲击

产品的各类企业出口都显著下降。 对于新进入企业和新增产品企业， 由于 ＴＢＴ 设定

新的产品标准， 可能会带来成本的提升， 部分企业选择转移出口到其他不受 ＴＢＴ 影

响的新产品市场。 对于部分已经出口 ＴＢＴ 冲击产品到美国市场的企业， 考虑生产符

合 ＴＢＴ新标准的产品利润会降低或者无利可图， 选择在下一年退出该市场。 而退出

企业数量的减少可能的原因是进入的企业减少使得美国市场上的出口企业总数减少，
其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下降， 因此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不退出市场。

（２） 产品层面集约边际分析

产品层面集约边际考察在 ＴＢＴ 冲击前后， 处理组与对照组中出口到目的国市

场的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量的差异。 回归中仅保留在 ＴＢＴ 冲击

前后都有企业出口的产品。 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美国 ＴＢＴ 对中国企业出口美国

的产品总额和总量具有显著的阻碍效应。

表 ９　 产品层面集约边际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ｖｐｃｔ ｌｎｖｐｃｔ ｌｎｑｐｃｔ ｌｎｑｐｃｔ

Ｔｒｅａｔｐｃ× Ｐｏｓｔｐｃｔ
－０􀆰 ８６２∗∗∗ －０􀆰 ８８４∗∗∗ －１􀆰 １２３∗∗∗ －１􀆰 １４０∗∗∗

（０􀆰 ２６８） （０􀆰 ２７１） （０􀆰 ３１０） （０􀆰 ３１３）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６ ２４３ １５ ３７２ １６ ２４３ １５ ３７２

调整 Ｒ２ ０􀆰 ４４７ ０􀆰 ４４５ ０􀆰 ５２０ ０􀆰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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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个数， 本文使用泊松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限于篇幅， 文中未列出回归结果，
备索。



　 　 ２􀆰 企业—产品层面

（１） 企业—产品层面扩展边际分析

企业—产品层面扩展边际刻画的是在 ＴＢＴ 冲击前后， 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企业

对退出进入目的国该产品市场的选择差异。 回归方程如下：
ＥｘｉｔｆｐｃｔｏｒＥｎｔｒｙｆｐｃｔ ＝ β０ ＋ β１Ｔｒｅａｔｆｐｃ × Ｐｏｓｔｆｐｃｔ ＋ β２ ｔａｒｉｆｆｐｃｔ ＋ λ ｆｐ ＋ λｃ ＋ λ ｔ ＋ εｆｐｃｔ （４）
其中， 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ｆ 在 ｔ 年对退出或进入目的地 ｃ 的 ｐ 产品市场的决

策。 Ｅｘｉｔｆｐｃｔ ＝ １和 Ｅｎｔｒｙｆｐｃｔ ＝ １分别为企业退出或进入该产品市场， 在回归中进一步

分为新进入企业和新增产品企业的进入决策， 分别用 Ｅｎｔｒｙ１ｆｐｃｔ和 Ｅｎｔｒｙ２ｆｐｃｔ表示。
表 １０ 的回归结果表明， ＴＢＴ冲击使得出口到目的国市场的原有企业退出市

场的概率增加， 同时也抑制了潜在的企业进入市场的概率。 一方面， 结合产品层

面的扩展边际可以发现， 虽然部分企业预期到目的国产品市场中竞争将减少， 退

出企业的数量有所下降， 但是更多的原本可以在目的国市场存活的企业由于生产

成本的上升选择退出市场， 所以从总体来看 ＴＢＴ 冲击之后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

增加了。 另一方面， ＴＢＴ向潜在的进入企业释放负面信号， 降低预期利润， 因此

不论是进入新目的地市场的企业还是在原出口市场新增出口产品的企业， 都降低

了进入市场的概率， 转而向其他目的国市场出口， 从而规避风险。

表 １０　 企业—产品层面扩展边际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ｘｉｔｆｐｃｔ Ｅｎｔｒｙ１ｆｐｃｔ Ｅｎｔｒｙ２ｆｐｃｔ Ｅｘｉｔｆｐｃｔ Ｅｎｔｒｙ１ｆｐｃｔ Ｅｎｔｒｙ２ｆｐｃｔ

Ｔｒｅａｔｆ ｐｃ× Ｐｏｓｔｆ ｐｃ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目的地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产品—目的地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０７ ６６４ １１７ ８８０ １１７ ８８０ １０１ ３４６ １１１ ４４９ １１１ ４４９

调整 Ｒ２ ０􀆰 １４４ ０􀆰 ３０６ ０􀆰 １８０ ０􀆰 １１８ ０􀆰 ２７１ ０􀆰 １７０

注： （１） — （３） 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产品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４） — （６） 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
产品—目的地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２） 企业—产品层面集约边际分析

企业—产品层面集约边际考察在 ＴＢＴ 冲击前后， 处理组与对照组中出口到目

的国市场的存续企业①出口额和出口数量的差异。 本文基准回归研究的是 ＴＢＴ对在

位企业总体的影响， 而当企业样本限定在存续企业时 （表 １１）， ＴＢＴ对该类企业并

未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能够在目的国市场存续的企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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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存续企业是指在 ｔ－１和 ｔ 期都向目的地 ｃ 出口受冲击产品的企业。



可能是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当 ＴＢＴ 提升产品技术标准时， 这类企业更有能力调整

生产以符合新标准， 并且由于出口目的国市场的竞争减小， 存续企业的市场份额得

到扩张， 因此出口损失相对较小。 此外， 综合二元边际的分析， 可以发现 ＴＢＴ 对

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展边际， 即在出口目的国市场进行企业的优胜劣

汰， 达到对进口产品的技术保障目的。

表 １１　 企业—产品层面集约边际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ｆｐｃｔ

Ｔｒｅａｔｆ ｐｃ× Ｐｏｓｔｆ ｐｃ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１）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１）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目的地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产品—目的地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６ １３０ ４６ １３０ ４５ ０７４ ４５ ０７４

调整 Ｒ２ ０􀆰 ７０８ ０􀆰 ７９５ ０􀆰 ７３３ ０􀆰 ８１３

注： 列 （１） — （２）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产品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列 （３） — （４）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
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ＴＢＴ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拓展探究

前文的分析表明美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使得相关中国企业的出口额与出口数

量显著下降。 本文将进一步考察美国 ＴＢＴ 对中国企业行为的影响， 探究其中可能

的作用渠道。 本文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 通过

加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每年新增实际投资、 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双重差分估计

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 此外， 本文加入企业规模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ｆｔ， 以企业雇佣人数

取对数衡量） 和企业年限 （Ｆｉｒｍａｇｅｆｔ， 以所在年份与企业开工年份之差加 １ 取对数

衡量） 作为控制变量， 并且控制产品、 企业、 年份、 行业、 目的地固定效应， 稳

健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首先， 技术性贸易措施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技术标准， 对企业的生产率提出更高

的要求。 因此企业为应对 ＴＢＴ冲击， 需要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企业生产率。 本文

分别使用 ＬＰ 方法 （ ｔｆｐ１ｆｔ） 和 ＯＰ 方法 （ ｔｆｐ２ｆｔ） 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回归结果

如表 １２列 （１） — （４） 所示，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双重差分估计量的交互项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受到 ＴＢＴ 冲击的负面影响越小， 换

言之， 企业为达到新的技术标准进行创新， 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缓解了技术性贸

易措施的负面冲击。
其次， 企业为跨越 ＴＢＴ 冲击带来的更高技术门槛， 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更新设

备和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这要求企业增加实际投资。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并没有报告

企业每年新增投资， 本文在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

算各企业在 ２０００ 年或第一次出现在样本中时的初始固定资本存量， 利用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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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每年 ９％）、 投资价格指数以及企业各年的固定资本净值计算企业每年的

实际和名义固定资本存量， 最后将每年的实际资本存量相减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企

业每年的实际投资额。 表 １２ 列 （ ５） — （６） 报告了企业每年新增实际投资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ｔ） 与双重差分估计量交互的回归结果， 表明企业每年新增实际投资越

多， 企业突破技术性贸易措施门槛的能力越高， 所受负面冲击的影响减弱。
最后， 企业资本密集度高， 资本成本越高越有条件进行创新升级， 创造更高的

生产率。 本文使用企业固定资产与职工人数之比取对数 （ ｌｎ （Ｋ ／ Ｌ） ｆｔ） 衡量企业资

本密集度。 表 １２列 （７） — （８） 显示， 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双重差分估计量交互项

系数为正， 可能原因是为达到 ＴＢＴ 技术标准， 企业在进行技术更新时需要改进或

购买更高级的设备， 引进技术人才， 而具有更高人均固定资产的企业在这方面具有

更大的能力， 从而更有动机进行技术提升。

表 １２　 ＴＢ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拓展探究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ｌｎｖｆｐｃｔ ｌｎｑ ｆｐｃｔ

Ｔｒｅａｔ ｆｐｃ×Ｐｏｓｔ ｆｐｃｔ×ｔｆｐ１ ｆｔ
　 ０􀆰 ５４０∗∗∗ 　 ０􀆰 ４７６∗∗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８）

ｔｆｐ１ ｆ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Ｔｒｅａｔ ｆｐｃ×Ｐｏｓｔ ｆｐｃｔ×ｔｆｐ２ ｆｔ
　 ０􀆰 ４８７∗∗ 　 ０􀆰 ４１２∗∗

（０􀆰 １９１） （０􀆰 ２０１）

ｔｆｐ２ ｆ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Ｔｒｅａｔ ｆｐｃ×Ｐｏｓｔ ｆｐｃｔ×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ｔ

　 ０􀆰 ２６１∗∗ 　 ０􀆰 ２７６∗∗

（０􀆰 １０３） （０􀆰 １１２）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Ｔｒｅａｔ ｆｐｃ×Ｐｏｓｔ ｆｐｃｔ×
ｌｎ （Ｋ ／ Ｌ） ｆｔ

０􀆰 ３３４∗ ０􀆰 １９６
（０􀆰 １７３） （０􀆰 ２１３）

ｌｎ （Ｋ ／ Ｌ） ｆｔ
０􀆰 １５２ ０􀆰 １５６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１）

Ｔｒｅａｔ ｆｐｃ×Ｐｏｓｔ ｆｐｃｔ
－２􀆰 ６９３∗∗ －２􀆰 ４４９∗∗ －０􀆰 ８６７ －０􀆰 ７８７ －０􀆰 ９０５ －１􀆰 ０５６ －０􀆰 ６７０ －０􀆰 ２４０
（１􀆰 １４１） （１􀆰 ２０３） （０􀆰 ６８８） （０􀆰 ７３３） （０􀆰 ７７８） （０􀆰 ８８５） （０􀆰 ８１１） （０􀆰 ９１８）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ｆｔ
０􀆰 １２８ ０􀆰 ０６３ ０􀆰 １３６ ０􀆰 ０５７ ０􀆰 １６４ ０􀆰 １２９ ０􀆰 ２３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２）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４） （０􀆰 １９７） （０􀆰 １８６） （０􀆰 １４１） （０􀆰 １３６）

Ｆｉｒｍａｇｅｆ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５ －０􀆰 ２７４ －０􀆰 ２７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１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９） （０􀆰 ２７１） （０􀆰 ２６３）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５）

产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目的地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３１９ ３ ３１９ ３ ３１９ ３ ３１９ ２ ５１４ ２ ５１４ ３ ６３１ ３ ６３１

调整 Ｒ２ ０􀆰 ５９０ ０􀆰 ７０２ ０􀆰 ５９０ ０􀆰 ７０２ ０􀆰 ５８０ ０􀆰 ６９３ ０􀆰 ５６３ ０􀆰 ６８１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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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 传统贸易壁垒的影响逐渐削弱， 而

技术性贸易措施因其隐蔽性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非关税壁垒， 在此背景下，
研究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匹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

察了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有以下

几点：
第一，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额和产品数量具有显著的负面

影响。 从 ＴＢＴ通报到对企业产生实质性冲击滞后一年左右。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

出口到 Ｇ６国家的产品作为对照组， 剔除了贸易转移的影响。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

通过构造与处理组在相同 ＨＳ四位码下的其他六位码产品作为对照组， 剔除企业内部

产品转移的影响， 对 ＴＢＴ冲击进行不同角度的验证， 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第二， 基于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分别考察了美国 ＴＢＴ 措施对不同性质企业或

产品的影响。 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 直接贸易商

还是贸易中间商， 美国 ＴＢＴ对不同性质的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并无显著的边际差

异。 对于不同的贸易方式， 相较于一般贸易， 美国 ＴＢＴ 对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负

面影响较小。 对于不同性质的产品， 相较于消费品， 美国 ＴＢＴ 对中间品和资本品

的出口负面影响较小。
第三， 本文从产品层面和企业—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角度进行机制分析， 发现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展边际， 即在出口目的国

市场进行企业的优胜劣汰， 达到对进口产品的技术保障的目的。 具体而言， ＴＢＴ使

得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新进入、 新增产品和退出企业数量都显著下降， 目的国市场企

业活力下降。 对于单个企业， ＴＢＴ使得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提升， 使新进入和新增

产品企业进入市场的概率降低， 而 ＴＢＴ对存续企业的出口负面影响不显著。
第四， 本文进一步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展开 ＴＢＴ 对企业行

为影响的拓展探究， 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密集度和每年新增实际投资的提

高能缓解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 政府应不断完善技术性贸易措施通

报、 执行、 预警体系， 建立有效的信息搜集和反馈机制， 为企业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平台， 帮助企业有效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第二， 整合规范国家技术法规、 国家标

准、 行业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等， 提升行业标准执行效率；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

定、 区域标准互认等， 基于合理需求充分使用特别贸易关注等权利， 加强沟通、 协

调， 维护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正当利益。 第三， 企业应积极提升创新能力， 不断提高

产品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更具

有竞争优势。 第四， 企业也应及时掌握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技术贸易措施动向和当地

技术法规信息， 规避不确定性风险； 当受到 ＴＢＴ 冲击时， 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反

馈信息、 提出需求、 寻求帮助， 更好地应对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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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ｃｏｍｅｒ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ｓ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ｎｅｗ ｒｅ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Ｂ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Ｂ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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